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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明記事」 - 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 

在台灣多神信仰的宗教生態中，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是兩位具有高度信徒認同與歷

史厚度的民間神祇。廣澤尊王以其少年神格、翹腳尊王之形象，在南部地區尤其受到家

庭、商業、地方守護等多元層面的崇拜；而池府千歲則是王爺信仰體系中的重要成員，

與代天巡狩、迎王祭典等高度制度化的儀式密切關聯。兩者雖同樣具有閩南來源，卻在

成神背景、神格象徵、儀式實踐乃至於信仰網絡的運作模式上展現出顯著差異。 

今年，2025.07.11，「台南普濟殿、西羅殿斷交，信眾失望炸鍋怒批宗教八點檔」事
件，尤以王爺系統與交陪制度相關的新聞引發社會與學界廣泛關注。這顯示交陪體系不

僅是單純的宗教聯誼，更深刻反映信仰社群的組織運作、權威結構與地方認同建構。因

此，如果嘗試從比較視角切入，以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為中心，探究其在歷史源流、儀

式實踐、信仰功能與交陪制度等方面的異同，進而理解台灣民間信仰的複雜性與動態性，

也是一個認識神明信仰的很好的切入點。 

廣澤尊王 

廣澤尊王，又稱保安廣澤尊王、郭聖王、翹腳仔神、聖王公，本名郭忠福，福建泉

州南安人，生於後唐同光年間(923.02.22~926.08.22)的一位牧童，十六歲時(《鳳山寺志
畧》中泉州府志云十六歲，安溪縣志作十三歲，福建通志、南安縣志並作十歲)，有一天，
郭忠福突然帶著酒、牽著牛，登上郭山山頂，坐在古藤上，面向故鄉，雙腿盤坐，呈現

五體投地的姿勢，然後就羽化昇天，成神而去，只剩下酒罈，牛隻剩下骨頭。蛻化升天。

當時他的母親趕來拉扯他的衣角，只拉下一隻腳，因此廣澤尊王的塑像多為翹右腿、垂

左腿的獨特形象。 

廣澤尊王生前無功績，蛻化升天之後屢屢顯靈，鄉人就在山上為他建立了將軍祠(鳳
山寺)，成為南安當地的鄉土守護神，後歷經宋、元、明、清各代，屢有地方士紳或百姓
奏請建祠、奉為神明。自宋代即有敕封記錄，根據《鳳山寺志略》《郭山廟志》與地方

文獻資料，自南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起，歷經寧宗、孝宗、理宗等皇帝，先後獲封「威
鎮廣澤侯」、「威鎮忠應孚惠提伯王」、「廣澤尊王」等稱號，至南宋開慶元年(1259)正
式敕封為「威鎮忠應孚惠威武英烈廣澤尊王」。清代亦有追封與尊稱，包括同治九年(1870)
加封「保安威鎮忠應孚惠威武英烈廣澤尊王」，並傳有宣統年間稱其為「天下第一王」

之說。雖部分敕封未見於《會典》或官方頒制彙錄，但地方志與廟碑記載連貫，可視為

歷代王朝對其地方信仰神格的肯認，非純屬民間杜撰。惟仍應區分中央制誥與地方封贈

之性質與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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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格建構過程中，廣澤尊王的形象逐步融合部分佛教意象，尤其是其慈悲、守護、

清修童真的特質，與佛教童子或沙彌形象相近。部分地方碑誌與香案文書中曾以「清修

童子」、「慈悲尊者」形容之，現代部分學者為了分析其神格塑形與文化作用，亦以「擬

佛化」或「僧形童尊」等術語描述此現象，意指其形象具有佛教化特質，並非真實為佛

教僧侶或具出家傳承者。實際上，其主流造像多為年幼童子形象，穿戴神袍，左腳盤坐、

右腳下垂，手持多樣象徵性法器，亦體現其神格定位。其主要法器包括：斬魔寶劍、驅

魔令牌、神威佛珠等。 

廣澤尊王亦無出家法脈傳承、戒牒或任何佛教寺院所屬關係，並不具備佛教正統沙

門身份。「佛教高僧」之說，應視為民間誤認與後世社會為強化其神聖性所構建的宗教

修辭。這種「擬佛化」的現象，反映出台灣民間信仰中常見的神格融合與象徵策略，既

是一種強化神靈合法性的文化行為，也可能造成佛教與民間信仰邊界的混淆，應予以釐

清與批判性審視。 

此外，《鳳山寺志畧》與《郭山廟志》中另載有廣澤尊王的夫人曰：「神配曰黃氏，

號懿德，五代閩王時，正月二十三日誕。幼即具仙骨，及長入廟坐化，因塑像祀之。宋

封妙應仙妃，俗稱聖妃，凡保國安民，妃預有力焉。」有關廣澤尊王與十三太保，在臺

灣的說法是保安廣澤尊王與妙應仙妃的十三個兒子，或是尊王的部將，也就是「神儲說」。

在大陸的說法則是保安廣澤尊王的分靈，也就是「分靈說」，如第一個分靈出去的，稱

為大太保，以此類推至十三保。十三太保分別是：十三太子太保順序如龍保、威保、祖

保、星保、顯保、貴保、巽保、震保、兌保、離保、坤保、艮保、坎保等十三個俗名(或：
一猿、二鳳、三蟾、四龍、五鵬、六彪、七蟒、八麟、九鶴、十獅、十一鰲、十二象、

十三鷹)。在台灣，許多供奉廣澤尊王的廟宇都會有十三太保的陣頭，並且透過乩身降駕
為信眾祭改、收驚，處理各種疑難雜症。這也使得廣澤尊王的信仰在閩南地區以及隨著

移民遷徙傳播到台灣、香港和東南亞等地，具有深遠的影響力。此類資料顯示，廣澤尊

王在不同地域與時期的信仰形象中可能呈現出「童子神」與「父神」的雙重角色，反映

信仰社群對其神格形塑的彈性與多元性。這類家庭結構的神格化，也與台灣其他民間神

明(如王爺、公主、眾太子)類似，具有宗教象徵功能與信仰倫理意涵。 

但總的來說，廣澤尊王的封神過程雖具文化意義，但歷史根據多來自口述與碑記，

缺乏正史紀載。其佛教形象主要來自道士、文人、社會團體的再敘述，並非傳統佛教認

可的出家沙門或菩薩轉世。然而，需注意歷代「敕封」與「民間建構」之區別，部分稱

號可能來自地方奏請、地方官署頒額或民間傳說加工，未必等同於朝廷中樞之制命文書。

雖《鳳山寺志》《郭山廟志》等列有完整敘述，但仍應保持歷史考證態度，區辨文獻依

據與民間傳誦之分野，避免神話史實化，亦避免將「孝行成神」敘事簡化為佛教「菩薩

精神」的等價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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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澤尊王信仰始於福建泉州南安，由於廣澤尊王在泉州禳除瘟疫和鼠疫，其信仰逐

漸擴大到閩南各地。隨著南安及閩南各地移民旅居海外，廣澤尊王信仰也隨之風行。臺

灣廣澤尊王信仰在明鄭時尚未出現，1800年前主祀廣澤尊王的廟宇主要有：臺南西羅殿
(1718年)、臺南大塭寮保安宮(1721年)、高雄大樹保安宮(1739年)、臺南永華宮(1750年)
等幾座。其中西羅殿被尊稱為「台灣首廟」，在台南歷史悠久的五條港區域中佔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 

  
西羅殿 (1718年) 臺南市中西區和平街 90號 

池府千歲 

池府千歲，全名池夢彪，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據地方傳說為唐代名臣池殿撰之後。

雖現今信仰中多將其神格與「抗倭英雄」相關聯，認為其為明代嘉靖年間鎮守東南沿海、

殉國，《閩書》、《泉州志》曾記載池姓武官之軍功事蹟，但未有明確載明其為神明。

其「代天巡狩」之神格多由建醮儀式冊封所產生，乃民間以道教制度化完整的乩童、壇

務、王船製作與玉旨降詔制度形式為其立位。在歷次王船祭典與迎王科儀中，池王常由

乩童降駕頒「玉旨」，擔任主王角色，如西港慶安宮，池王甚至擔任迎王大典主王，象

徵其在神明階序中的頂層地位。但《泉州府志》與台灣相關廟誌資料多將其時代上推至

唐代，且有時與隋末民變鎮壓、海上平亂相關的敘述交錯出現。在這個推衍中，池夢彪，

陳留人，是唐朝的開國名將，也是常見於台灣廟宇所供奉的「池府千歲」(池二王爺)，
相傳與大王李大亮、三王吳孝寬、四王朱叔裕、五王范承業等將領為結拜兄弟，合稱「五

府千歲」。 

部分台灣廟宇(如台南府城南廠保安宮，俗稱王宮)沿用「明代抗倭」版本，稱池夢
彪奉命出征倭寇戰死海上，靈應顯赫、屢救海難，為漁民與商旅所祀奉。南廠保安宮主

祀五府千歲，池府千歲為其中之一，非單獨主神，且信仰傳說中兼具唐代與明代敘述交

錯的情形，反映其神格之歷史建構特徵。惟此類記述多為清代以降文人增補或地方重構

信仰傳說所致，尚缺乏正史中具體人物與軍功對照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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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台灣民間信仰辭典》與《泉州志》分析，池府千歲信仰源於「海神」與「王爺」

兩系統融合下的神格建構。由於其神格中常見「渡海護民」「顯聖示威」「代天巡狩」

等主題，與明清以降王爺信仰盛行背景密切相關，故被納入王爺系統中流傳至台灣。 

值得注意的是，王爺信仰中的大多數王爺號稱「千歲」，其中多屬唐代人物(如李王
千歲、朱王千歲等)，而池夢彪則為少見的「歷史模糊但神格鮮明」者，顯示民間信仰對
歷史人物的記憶與神化並非依循嚴格時代脈絡，而更多反映集體需求與象徵再造。清中

葉(乾隆以降)，隨王爺信仰制度化，池府千歲逐步取得正統王爺主神地位。 

池府千歲常與「水域護法」「代天巡狩」「刑察驅邪」等形象相連，其神像多著紅

袍、手持尚方寶劍，眉目威嚴，表現其正義與凜然之氣。台灣中南部王爺廟(如北門南鯤
鯓代天府、台南府城南廠保安宮、五條港池府千歲廟)多奉祀其為主神或協祀神，並列入
「代天巡狩五府千歲」之一。 

與廣澤尊王不同，池府千歲較少與佛教形象混融，其神格多保持道教與正統王爺系

統特徵。其祭典儀式中常見「請王」、「送王」、「王船祭」等重要活動，並配合三年

或六年一科的「王醮科儀」實施。特別是在尤以南鯤鯓代天府為信仰核心，對全台王爺

信仰系統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池府千歲雖常被信徒視為歷史人物英烈化成神，但目前缺乏可確證其身分與封號的

中央敕封紀錄，亦無《大清會典》或正史中「池夢彪」之名。此神明之建立，實多由民

間信仰自我建構，或由宮廟祖師碑誌、香火傳說逐步塑造，其神格地位隨其顯靈事蹟而

定。因此，池府千歲不論是明朝的「抗倭忠臣」或唐朝的「封王殉難」之說，多屬後世

增補與信仰合理化的再建敘事，應從信仰史、地方社會心理與海洋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

而非視為可考據之歷史事實。 

池府千歲與廣澤尊王相比，前者神格具威嚴、正直、公權象徵，後者則偏向慈悲、

守護、清修與倫理教化。兩者在儀式實踐與信仰心理上皆具代表性，為台灣王爺信仰與

童子信仰兩個不同面向的文化投射，亦體現了民間信仰中「正神 - 童神」、「懲惡 - 護
善」的互補關係。 

池府千歲的成神過程明顯展現民間神權的制度構建。他的神格建構不僅來自神蹟傳

說，更來自集體記憶與道教儀式邏輯。儘管有「朝廷賜封」之說，實際未見於明清官方

敕命文件，其王者地位源於儀式性而非歷史性。此外，池府千歲體系在地方神明排序中

常展現高度階序觀。例如 2025年 7月 11日，台南西羅殿與普濟殿之間爆發的「斷交事
件」，亦反映池王系統在交陪與神格尊卑上的主導姿態。必須指出，過度神格化與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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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奪，若不建立協調機制，容易導致信仰排他、儀式衝突與地方政治化，違背原本的信

仰慈悲與保民精神。 

普濟殿，舊稱普濟寺或普濟廟，創建於明永曆 22年(1668年)，部分文獻甚至將其創
立時間追溯至永曆年間的 1647年。普濟殿在台南府城王爺信仰中佔有獨特的歷史地位，
被譽為「臺南府城最早的王爺廟」。其在清末作為「七合境」中最具財力與影響力的成

員，以及後來在日治時期解散後重新組建「四聯境」的核心角色 ，都表明其在台南地方
信仰網絡中根深蒂固的影響力與歷史地位。這種既定的地位，加上其獨特的儀式傳統(如
用於高階神明的傀儡戲)，可能使其在處理廟宇關係時，對自身的「廟格」有著強烈的維
護意識，並對儀式禮節中任何被視為不尊重的行為表現出較低的容忍度。這使得普濟殿

在面臨其傳統地位或儀式規範未被充分認可或遵守時，更容易引發衝突。 

  
普濟殿 (1647年) 臺南市中西區普濟街 79號 

廣澤尊王 VS池府千歲 

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皆為台灣民間重要的守護神，但其成神脈絡與神格象徵各具特

色。廣澤尊王強調「少年英靈」、「地方守護」與「家宅庇佑」，其神格源自歷史人物

轉化的民間信仰；而池府千歲則體現「天命神祇」、「除疫護境」與「巡狩正神」，多

以天庭授命、非人世化的模式成神。兩者的神格象徵也有顯著差異：廣澤尊王形象溫和、

富親和力，常以童乩降壇問事、鎮宅驅邪；池府千歲則呈現武將氣質，常由武乩執行斬

煞收魂等儀式，展現強烈的法力與紀律性格。 

廣澤尊王的信仰儀式多偏向日常化、家庭化，著重個人與家庭的守護、問事與調和

陰煞；其科儀實踐融入家宅小法、商業祝禱等。池府千歲則以大型迎王儀式為主，祭典

具高度公共性與集體動員力，核心目的為祈安除瘟、整合地方社會，展現出「共同體儀

式」的特質。此外，小法儀式中兩者皆可見其法號、神位，但廣澤尊王多以協助驅煞、

收魂、安神為主；池府千歲則可擔任正壇神明，負責「主法」、「定陣」、「壓煞」等

要角，顯見其在道教科儀中神格層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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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上，廣澤尊王信仰集中於南部內陸地區，如台南、高雄與屏東的家宅信仰

圈；池府千歲則沿著台灣西南沿海形成一個「迎王文化帶」，其信徒多來自漁民、農村

與地方組織，信仰密度與交陪網絡較為緊密。 

在信徒屬性方面，廣澤尊王信眾以家庭、商業與道壇信徒為主；池府千歲則以地方

性社會動員組織(如庄頭、角頭、轄境聯盟)為支撐基礎，結構更偏向儀式共同體。 

在乩童風格與降駕模式方面，廣澤尊王的乩童風格多為童乩，性格溫和，降駕時以

「談話」、「安撫」方式為主，帶有濃厚的家庭教化性質；池府千歲則以武乩居多，降

駕儀式富有震撼性，常見擊掌、奪劍、斬煞等動作，體現其嚴正執法、除邪衛道的神格

性格。此一乩童降駕風格，也反映出兩者信仰風貌的差異，一者內向、日常；一者外向、

公共，分別對應不同的信仰需求與信徒文化。 

在宗教文化意涵方面，廣澤尊王信仰常融合佛道信仰與祖先信仰，形成一種「家廟

型」或「祖堂型」的民間宗教形態；池府千歲則與道教正一道系統關係密切，體現宮廟

制、文武神將體系與迎王法制，具有強烈的「官方天命象徵」。 

面向 廣澤尊王 池府千歲 

俗名/歷史來源 郭忠福，傳為宋代南安牧童，或稱童

子得道 

池夢彪，傳為唐代或明代抗倭將領(歷

史模糊) 

主要形象 童子神、慈悲守護、清修、溫和 王爺神、代天巡狩、剛正威嚴、公權

象徵 

造像特徵 童子面容、綠袍神服、持如意或卷軸 紅袍武將、冠盔甲胄、持尚方寶劍 

神格類型 擬佛化童子神、道佛混融、家戶守護

型 

正統王爺系統、道教主神、公廟型 

主要封號 護國尊王(地方封贈) 池府千歲(科儀冊封為代天巡狩) 

祭典重心 文疏、安太歲、家宅祈福 王醮、送王、王船祭、誅煞逐瘟 

小法儀式角色 宅神、福主、靈官，位於香案側翼 主令神、代天巡狩，居壇正中指揮查

案 

佛教關聯 容易被誤認為高僧轉世，具擬佛化現

象 

幾無佛教混融色彩，純屬道教王爺體

系 

功能象徵 安宅鎮煞、護佑兒童、考運、延壽 查案誅煞、鎮妖驅瘟、巡狩賞善罰惡 

信仰心理類型 家戶型、慈愛型、個人福報型 村社型、懲惡型、集體秩序與權威 

小法儀式 

小法，為台灣道教與民間宗教實踐中之重要儀式類型，主要用途為解煞、安神、收

驚、渡靈與調和陰陽。小法通常由道士(法師)主持，分為「文法」與「武法」兩類。文法
偏重祝禱、安宅、收魂等，武法則含驅邪、斬煞、封印等更具儀式強度之行動。在此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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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神明扮演核心角色，透過設位、法號、召請、附體等方式參與儀式行動。神明的

功能與神格，決定其在壇場中的儀式層級與法力運用方式。 

廣澤尊王在小法儀式中多被視為鎮壇、安神、驅邪之主神之一。其神格屬「清靜少

年正神」，不偏武性，適合調和陰煞與穩定空間氣場，常被安置於正壇或陪祀神明位置。

在法號上，其名稱常見於收驚、開光、建醮等文法科儀之神榜中。當廣澤尊王降乩時，

常由童乩附身，行事溫和有禮，語調平緩、神色安詳，主要負責安慰信眾、指示祭改與

平安符設置。 

池府千歲因其王爺性質與強大神力，在小法中常擔任主法、主壇、壓煞與定煞之角

色。其神力具有高度法威性，特別是在驅邪斬煞、超度惡靈、鎮煞安宅等武法儀式中扮

演主導地位。法壇設位時，池府千歲多列於「三十六天將」、「代天巡狩」名號系統中，

具天命差遣象徵。法號常出現於「收瘟」、「掃壇」、「鎮壇」等武法儀軌，其神將配

屬包括判官、虎爺、黑白無常等，象徵其執法與護法雙重身份。池府千歲之乩童通常為

武乩，降駕儀式氣勢強烈，常持劍、執斧、作怒目威喝狀，顯現其斬妖伏魔之神格屬性，

深具驅邪之神威感與民間震懾效能。 

在小法壇場，如淨宅、解冤釋結中，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可同時出現，但二者地位

安排與召請方式皆不同，功能角色也有所區分，呈現出台灣民間儀式文化中對神格性質

的精細運用，也反映兩神於儀式定位的角色性質與宗教象徵深層不同，亦說明其神格層

次在實務中之明確區分。 

l 廣澤尊王常擔任「靈官」、「宅神」、「福主」等輔助性主神的溫和角色，供奉於
香案左右，協助「鎮壇」、「收驚」、「安位」等和緩性儀式任務。以「破獄解冤

科」為例，廣澤尊王常由法師於「設案請神」儀節中，位列主事下手，奉以香

花茶果，召請詞稱「童真廣澤、守宅福神，今奉壇命、護持香案」。 
l 池府千歲，若被召請，則常於「稟奏告壇」或「開案斬煞」時以「令官」、「巡
察主神」身份出現在儀式主壇，登壇為「代天巡狩」，並站於壇中央，主掌「斬

煞」、「壓陣」、「糾察陰兵」指揮文武兵將查案審罪，其召神詞常見「奉請池府

威靈、欽奉玉旨、臨壇察案」。 

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在實際信仰儀式中的角色展現出明顯差異，從實地觀察與法本

記錄中可見，廣澤尊王的神號多使用如「廣澤尊王」、「聖主扶危」、「福祿尊神」等

形容語句，偏文雅、平穩；池府千歲則多見「千歲大王」、「巡狩神君」、「瘟君大將」

等具威嚴與軍職象徵之神號。在口訣、法印與召請詞方面，廣澤尊王多使用「化煞」、

「定氣」、「扶魂」等語彙；而池府千歲則常見「斬妖」、「掃壇」、「震邪」、「封

印」、「收瘟」等具武力指令性的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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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雲林斗六某道壇執行的小法儀式《破獄解冤科》中，召請廣澤尊王時，法師

會於設壇之初，在文疏書寫與供桌安排中，將廣澤尊王列為「香案主神」，神語為「廣

澤童真、護宅賜福」。若召請池府千歲，則多出現於《開壇稟奏》、《誅邪斬煞》科儀，

作為代天巡狩之主令神，居壇中央位，神語為「奉請池府千歲，欽奉玉旨，巡察四境，

誅瘟捉煞」。此儀式反映：廣澤尊王作為「柔性化冤神」，象徵慈悲化解；池府千歲則

為「剛性誅邪神」，象徵執法威權。兩神角色明確互補，構成完整神權系統。科儀具體

流程如下： 

l 設壇請神：召請三界聖真，廣澤尊王列案右、池府千歲居正中； 
l 誦疏稟奏：宣讀破獄奏章，稱廣澤為「化冤童尊」，池王為「斷案主審」； 
l 破獄施食：以劍指擊壇門象徵破獄，池王押煞，廣澤安魂； 
l 解冤釋結：焚符送紙偶，兩神各司其職； 
l 圓滿送神。 

以中部地區如台中清水的廣澤宮為例，其重要科儀多集中於「光明燈」、「安太歲」、

「文疏祈安」等個人或家宅型祈福儀式，並不參與大規模驅邪或迎王陣頭。信徒多以家

庭為單位，求取平安、考試順利、子孫賢慧等現世福報，強調的是神明的柔性守護功能。 

而池府千歲作為王爺信仰核心神明之一，其在高雄旗津、台南北門南鯤鯓等地，則

主導三年一科或六年一科的「王醮」、「王船祭」等大型驅邪逐疫儀式。科儀包括建醮、

送王、兵將出巡、誅邪儀式與焚王船等，顯示池府千歲在宗教實踐中扮演的是具有強烈

公權象徵的代天巡狩角色，儀式權威性與神格尊位皆高於其他配祀神。 

此外，在道教小法儀式(如淨宅、解冤釋結)中，廣澤尊王常作為「靈官」、「宅神」、
「福主」等溫和角色，供奉於香案左右。反觀池府千歲，若被召請，則常於「稟奏告壇」

或「開案斬煞」時登壇為「代天巡狩」，並站於壇中央，指揮文武兵將查案審罪，其召

神詞常見「奉請池府威靈、欽奉玉旨、臨壇察案」。此等差異反映兩神於儀式定位的角

色性質與宗教象徵深層不同，亦說明其神格層次在實務中之明確區分。 

然而，隨著信仰實踐愈趨多元與「功能取向」，不少宮廟為滿足信眾需求，於同一

法會中同時召請多位神明參與法事（如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共登壇），產生「混壇」與

「多神並列」之現象。例如在某些雲林地區法壇的《破獄解冤科》中，同時召請廣澤尊

王與池府千歲、虎爺、普庵師等神明，導致壇場中需設置多組神位與神語，法師需同步

操作多線召神、開路、發奏、收召等科段。此種安排固然展現神明間協作之彈性，但亦

增加法師操作的複雜度，尤其當神明功能重疊(如皆能安宅、鎮煞、超薦)時，隨著信仰
實踐愈趨多元與「功能取向」，不少宮廟為滿足信眾需求，於同一法會中同時召請多位

神明參與法事（如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共登壇），產生「混壇」與「多神並列」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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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現象反映出台灣民間信仰在「實用性」導向下，儀式系統需不斷協商與調整神格

分工，亦顯示宗教實踐已從過往明確的神職角色轉為彈性配置與信徒需求導向的模式，

值得進一步觀察與研究。 

交陪體系與宮廟網絡 

在臺語中，「交陪」(Kau-Puê)意指交際應酬、友好往來。而在臺灣傳統民間信仰中，
「交陪境」一詞則是指以廟宇為核心所形成的祭祀圈。這個「境」可以是一個地方的內

部區域(內境)，也可以是外部的區域(外境)。在臺灣的民間信仰中，「交陪」與「交陪境」
是極為重要的概念，它們描繪了神明與廟宇之間，以及其背後信徒社群之間，一種古老

而深厚的互動關係。 

台灣早期交陪制度主要依循移民宗族、原鄉地緣與神明系譜建立，形成「本頭 - 交
陪 - 分香」的三層結構。本頭廟為神明起源與權威所在，交陪廟則為互助體系，分香廟
為神靈延伸與香火傳播節點。進入日治時期後，交陪制度日益制度化。宮廟在祭典時會

邀請友廟參與遶境、祝壽、香陣，形成「交陪團」或「交陪會」，不僅強化信仰連結，

也展現地方勢力與文化認同。當代交陪制度則更呈現區域化、宗教聯盟化與儀式政治化

的趨勢。 

「交陪」所指的不僅是信徒社群之間世俗關係的友好，其背後更重要地體現了神明

之間的旨意與連結。廟宇之間會透過神蹟或擲筊請示的方式結為「友廟」，從此建立起

一種特殊的盟友關係。「交陪境」的形成，是臺灣民間信仰文化隨著時空變遷、演變發

展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公共性特質，它複雜、開放、自由、豐富且多層次。這種關係在早

期拓荒時代，具有保衛街庄、守望相助的民防功能。即便在現代，這種「交陪」精神仍

然發揮著「出陣互挺」的功能，幫助地方團隊站穩腳跟。對於信徒而言，廟宇就像是住

著神祇的鄰居，人們可以向神明傾訴心事、求籤問卜，尋求精神慰藉與解答。 

當友廟之間建立起「交陪」關係後，每當其中一方廟宇舉辦建醮、神明誕辰等重大

慶典時，友廟便會前來贊助與禮敬。例如，在王爺信仰的遶境活動中，祭典主廟、周邊

地區以及「交陪廟宇」會集體動員，隊伍所經之處，沿途民眾都會設香案祭拜，展現地

方的向心力。此類交陪互動模式，既體現廟宇間的信仰聯盟，也延伸至地方政治與社會

組織網絡，在宗教、文化與人際關係中皆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 

這些贊助與禮敬的方式包括： 

l 贈送匾額與帛書：交陪廟宇於重大慶典時互贈吉語匾額與帛書，表達敬意與結
盟之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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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派隊參禮與進香團：友廟會組成參禮團（含神轎、陣頭、文武將軍等）前往主
廟進香祝壽，成為儀式焦點之一。 

l 金錢與物資支援：於建醮或遶境活動時捐資、捐贈香燭紙料、王船建材等，用
以支援整體科儀進行。 

l 香爐腳或分靈關係：部分廟宇間建立「香爐腳」或分香體系，象徵宗教血緣連
結與靈氣互通。 

l 參與請水與送王：交陪廟在王爺醮典中會主動參與請水與焚王船等核心儀式，
展現對主壇的宗教忠誠。 

l 酬神戲與戲台贊助：友廟贊助酬神戲碼，並在戲台懸掛名條表達祝賀。 
l 神帽、旗幟與令牌互贈：神明之間透過交陪廟互贈神帽、旗幟與香筒，象徵神
格共享與兵將同屬。 

清末時期，臺灣府城等地曾出現結合數間廟宇的「聯境」，最初具有地方居民自我

防衛的民防功能。後來，聯境的民防色彩逐漸淡化，但聯境內各廟之間的友好關係仍然

延續。儘管進入現代生活後，虔誠參與廟宇「交陪」儀式的年輕人可能減少，但這種深

藏在文化 DNA裡的「交陪」習慣，依然如同地底的伏流般，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往來情
誼之中。 

西羅殿與普濟殿斷交事件 

今年，2025年 7月 11日，台南西羅殿與普濟殿之間爆發的「斷交事件」，其直接導火
線源於普濟殿舉辦睽違 180年的「王巡醮」大典期間，雙方在「請神」儀式中對神尊出
駕的禮遇安排產生了嚴重分歧。普濟殿方面原期望西羅殿能派出象徵主尊地位的「開基

二鎮」神尊參與，然而西羅殿僅同意派出「護駕」層級的副駕神尊，這被普濟殿視為一

種降級的接駕待遇，引發了強烈不滿。普濟殿總幹事當場在西羅殿大殿內情緒激動地高

聲質疑，指責西羅殿未盡情誼，甚至當場怒喊「斷交」，導致雙方不歡而散，互動中斷。

西羅殿總幹事則回應，雙方數月前已就「副駕出巡」達成共識，行前亦有充分溝通，對

於普濟殿的臨場發難表示難以接受。 

此次「斷交」並非孤立事件，而是長期潛在張力與歷史先例的累積結果。有地方人

士指出，兩廟近年來雖有深交，但在建醮活動上仍存在敏感的主從安排。西羅殿在 2025
年 7 月 21 日的說明會中更強調，兩廟並無外界所傳的「百年交陪歷史」，實際往來僅
有 77年，且合作僅限於「廟對廟的交陪」，不涉及神明層面。這番言論直接挑戰了外界
對其「百年情誼」的普遍認知。 

事實上，台南兩大廟宇之間「分手」並非首次。早在約 40多年前，西羅殿與普濟殿
就曾因普濟殿建醮舉辦的送天師遶境環節發生不快。此外，台南信仰圈中也存在其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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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交誼破裂的歷史事件，例如水仙宮與海安宮之間曾因故多年未往來，直至 2024 年才
在相關單位見證下「破冰和解」。這些過往的事件表明，儘管「交陪」關係受到高度重

視，但它們並非一成不變，可能因禮儀規範的違反或權力動態的變化而破裂。 

此次「斷交」事件的直接導火線，是普濟殿對西羅殿在「請神」儀式中未能派出「正

駕」神尊的強烈不滿，這被普濟殿視為對其地位的重大輕視。這表明，在廟宇交陪中，

神尊的位階和儀式禮遇是極為敏感且重要的議題，任何被解讀為不敬的行為都可能引發

劇烈衝突。這種廟宇間爭議的重複發生，包括西羅殿與普濟殿在 40 年前的「分手」事
件，揭示了台南傳統宗教景觀中一個更深層次的系統性挑戰。這種模式表明，儘管「交

陪境」體系旨在促進廟宇間的凝聚力，但其本身也存在固有的脆弱性。這些脆弱性與地

位協商、儀式層級以及人為管理與神明權威之間不斷演變的角色有關。當傳統的衝突解

決機制失效時，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便可能導致周期性的關係破裂。 

西羅殿與普濟殿的「斷交事件」對台南信仰圈產生了立即且深遠的影響。首先，西

羅殿明確宣布取消所有與普濟殿相關的慶典活動，這直接影響了未來兩廟之間的合作與

互動。這可能導致台南的宗教活動出現「兩派」分化的局面，信眾在參與廟會時可能需

要選邊站，進而影響整個地區的宗教生態與活動規模。 

其次，此事件對公眾對廟宇管理的信任產生了衝擊。信眾紛紛質疑此次「斷交」究

竟是「神明」的旨意還是「人為」的決定。這種質疑凸顯了信仰社群對廟方決策合法性

的關切。當人為因素被認為凌駕於神明旨意或傳統規範之上時，可能侵蝕廟宇委員會在

信眾心中的合法性與精神權威，進而導致信眾的疏離或重新選擇其信仰歸屬。這種信任

危機，對於以信仰為核心的社會凝聚力而言，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最後，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及地方民意代表介入斡旋的舉動 ，突顯了廟宇在台南社
會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部門的介入表明，廟宇間的爭議不僅是內部宗教事務，

更對社會穩定與社區和諧具有廣泛影響。當傳統的衝突解決機制無法奏效時，外部調解

便成為必要手段。這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對於維護傳統信仰網絡及其社會功能的重視，因

為這些網絡是地方文化認同和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台南西羅殿與普濟殿的「斷交事件」不僅是兩座歷史悠久廟宇間的關係破裂，更是

台灣民間信仰「交陪」文化在現代社會中面臨挑戰的一個縮影。此次事件的直接導火線

是關於神尊出駕禮遇的爭議，然而其背後則隱含著更深層次的張力，包括廟宇管理中人

為決策與神明旨意之間的權重分配，以及傳統「交陪」網絡在當代社會中地緣性減弱、

社團性增強所導致的約束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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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衝突揭示了台灣民間信仰在面對現代化衝擊時的脆弱性，即使是根深蒂固的百

年情誼，也可能因對儀式規範、地位尊重和「廟格」認知的差異而破裂。信眾對「神意」

與「人為」的質疑，反映了公眾對廟宇管理透明度與傳統精神維護的期待。此次事件對

台南信仰圈的未來合作模式、信眾對廟方的信任，以及地方社會的凝聚力都將產生持續

的影響。政府與社區領袖的介入，也凸顯了廟宇在台灣社會中超越宗教範疇的廣泛影響

力。 

神格正統與信仰認同 

台灣民間信仰的神格正統性，往往並非源自中央政權的制度化冊封，而是在地方歷

史脈絡中，由信徒、宮廟、儀式與傳說逐步形構。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皆非官方道教體

系中編制明確的神祇，皆屬「在地神明」，卻能在民間獲致高度信仰地位，其正統性建

構不僅取決於祖廟的歷史，也來自地方信徒對神靈靈驗性的長期驗證。 

池府千歲的正統性強調其為「代天巡狩」，具備接受天命之「王爺身分」，依清代

巡王信仰體系，擁有斬邪除惡的法統權威。反觀廣澤尊王，其神格建基於宋代孝廉與「少

保護國」之歷史敘述，儘管未曾獲王爺敕號，卻以清淨少年神的形象立足於家宅守護與

調和之神職。無論廣澤尊王或池府千歲，其封神過程皆未出自道教正一道歷代《神仙位

業圖》或佛教正史《高僧傳》所載，但在台灣地方宗教實踐中卻已透過科儀、香火系譜、

廟額敕封與歷代傳述等方式完成其神格的合法性建構。 

然此一信仰合法性之建構，亦潛藏若干歷史斷裂與神格混淆之處，實有深入檢證與

批判反思之必要： 

l 「神蹟傳說」與「神格論述」常經由口述傳承與道士話本誇張再造，形成歷史
與信仰之間的混淆。廣澤尊王雖有「護國尊王」、「尊王大帝」等尊號流傳，然

其封號多出自地方信仰或官紳立碑，與道教官方正統敕封制度(如《宋會要》、
《清會典》)存在明顯落差，缺乏國家授命或經制法統的認可。 

l 池府千歲雖傳為明代抗倭英靈，但史籍所載者有限，相關敘述多半依賴地方志、
廟誌與口傳，未具確切史證。此類神格建構反映民間以「忠烈轉神」之方式，

為地方與族群歷史打造神聖象徵，其合法性與歷史性之間，仍存有可檢證與去

神話化的空間。 
l 廣澤尊王造像常見慈眉善目、盤坐蓮臺、手持如意等元素，視覺語彙上與佛
教童子或菩薩形象相近，易被誤認為佛門人物。雖未普見袈裟與錫杖，然其

「擬佛化」傾向仍具爭議。實則廣澤尊王並無出家、受戒、傳法等佛教法系

依據，亦非佛教正統經藏所載神祇。若無適當釐清，將造成佛道之間的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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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與信仰混淆，亦對佛教沙門制度構成潛在稀釋與誤導。佛教界對此仍未

公開釐清，顯示其議題之敏感性。 
l 兩大神明雖在台灣宗教社會具有不同功能定位與地緣優勢，但其背後均牽涉到
宗教資源、地方勢力與組織動員之結構力量。池府千歲常與庄頭角頭、進香組

織、民間武館結合，構築出以王爺權威為核心的社會控制網絡。廣澤尊王則透

過十三太保、分香系統與地緣交陪，形塑出以家庭與村落為單位的宗教親屬體

系。此類體系固能強化地方凝聚，卻亦可能形成資源壟斷、象徵政治化與權力

再生產的機制，需從宗教社會學與政治宗教學視角謹慎檢視與解構。 

廣澤尊王與池府千歲之信仰建構歷程，展現出一種宗教「實用性」與「正統性」之

間的張力。前者根植於民間信徒的祈福經驗與神蹟驗證，後者則涉及制度化的神格授命

與歷史文獻支持。然在臺灣民間信仰的具體實踐中，信徒往往更重視神明的「靈驗」與

「庇佑力」，而非追求其是否具備國家或正統宗教體系的認可。由此可見，正統性之問

題，已超越神明本身，牽涉到制度、群體與文化再現的多重辯證。 

此處即出現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誰才是真正擁有「決定神明合法性」的主體？是

歷史的記錄者，還是信仰的實踐者？是清會典中的官修敕封，還是庄頭信徒口耳相傳的

神蹟？宗教合法性是否應由上而下授予，還是由下而上積累？當代學界對民間信仰的關

注，不能僅止於制度與歷史的論證，更應反思在神明符號的持續塑造中，信徒與社群扮

演的創造性角色。 

廣澤尊王未獲佛教或道教正統明文承認，池府千歲亦難尋確切史實證據，然其信仰

卻綿延不絕、香火鼎盛。此或許說明，在某些情境下，宗教的存續與神格的權威，並不

必然依賴「正統化」的歷史敘述，而是在日常信仰實踐中，透過儀式、神蹟與社群共識

不斷被生成與確立。 

這也為我們帶來更深層的宗教哲學省思：正統性的權威何以產生？又是否應受絕對

性對待？若神明之存在與影響來自信徒的信任、召請與回應，那麼神格本身是否即為「信

仰實踐的結果」而非「歷史事實的起點」？如此思考，將有助我們跳脫歷史絕對主義與

制度中心論的限制，開展更為多元與動態的宗教理解視角。 

台灣宮廟信仰場域中，神明並非彼此對立，而多為互補、分工、協作。惟當神格定

位不清、儀節衝突、組織自主性過高時，亦可能產生神明之間的信仰競合甚至「交陪破

裂」等現象。如 2025 年台南西羅殿與普濟殿斷交事件，便牽涉廣澤尊王是否能與池府
千歲並列、座次是否得當等神格地位辯證。此不僅反映神明信仰的政治性，也突顯民間

信仰在「制度化與在地實踐」間的動態調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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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間信仰認同多建構在神明「正統性」與「實用性」，也就是「歷史合法性」

與「靈驗性」間的動態平衡，廣澤尊王未獲王爺敕封卻廣受信眾崇拜，池府千歲，雖然

不明究竟是唐還是明朝的池夢彪，但相對具有制度威權亦透過實踐維持靈驗性，證明信

仰認同乃由歷史敘事與實務驗證雙軌建構。 

相比池府千歲與廣澤尊王，前者神格具威嚴、正直、公權象徵，後者則偏向慈悲、

守護、清修與倫理教化。兩者在儀式實踐與信仰心理上皆具代表性，為台灣王爺信仰與

童子信仰兩個不同面向的文化投射，亦體現了民間信仰中「正神-童神」、「懲惡-護善」
的互補關係。隨著宮廟自主性與社會多元化，在未來的信仰發展上仍需建立彈性化、神

格互尊的跨神系協調機制與信仰對話，才能減少多神信仰間的誤解與衝突，取得相互間

共存共榮的穩定發展。 

 


